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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中国对国际组织的重视程度日益加深，而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是研究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一个重要观察点。作为第

一会费大国，中国在该组织的大会提案数量并未呈线性增长，而是

呈历时性波动，甚至出现下降趋势。这与将中国与国际组织的互动

关系归纳为阶梯式递进 “阶段论”的既有理论解释和研究结论不符。

国际实践理论从惯习和场域互动角度，将实践行为置于中心，对中

国的实践逻辑与策略选择进行分析，可为提案数量的波动与下降提

供一种解释。中国提案数的下降，一方面说明存在以国际组织本体

为实践场域的 “客场”型在场实践，也存在以国内空间为实践场域

的 “主场”实践，另一方面说明出现了基于 “国内重心”策略的从

“客场”到 “主场”的实践场域转移。场域转移的择地实践逻辑体现

了中国近年来参与国际组织的一种重要思路，也与国际组织的政治

化和平权机制导致的大国困境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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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重返联合国以来，新中国与国际组织的互动总体呈现了一种递进式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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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学界通常多以改革开放的１９７８年和世纪之交的２０００年为两个标志性节

点，将１９７８年以前视为中国从挑战、“革命”国际体系向低调回避、谨慎旁

观的过渡时期，到了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０年左右，则是主动融入国际社会、积极

学习国际理念规范的阶段。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开启了深度参与引领全球

治理的新时期。① 中央领导在以全球治理为主题的两次政治局集体学习中提

出，要从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 “定规则、定方向”和 “长远制度性安排”

角度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强调要强化参与全球治理的自

身能力建设，着力增强 “规则制定能力、议程设置能力、舆论宣传能力、统

筹协调能力”。② 可以说，当前中国视国际组织为重要的多边外交舞台和全球

治理的重要主体，正从多方面加强对国际组织政策、财力、人力的支持。

目前，中国在联合国的分摊会费比例已达到１２．０１％，仅次于美国的

２２％。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也出台政策，加大了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培训和

推送的力度，高校相继开设国际组织专业甚至组建国际组织学院。目前，中

国已经成为出任联合国专门机构首席行政长官最多的国家，１５个专门机构中

有４个由中国人领导。③ 然而，资金和人员固然是参与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

的重要基础，但中国在国际组织的实践行为与效果，是当下需要深入探究的

重要命题。因为国家在国际组织治理机构与决策机制中的实践行为，直接关

乎 “定规则、定方向”和 “长远制度性安排”，特别是在国际组织最高决策

机构即成员国大会中的提案实践尤为重要。在联合国体系中，中国是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 （以下简称教科文组织）的第一大会费国，但是，尽管自１９７１
年恢复合法席位以来一直保有正式会员国身份，中国在教科文组织的大会提

案实践并未与会费一同线性增长，而是在数量上呈现显著的历时性波动。进

入２１世纪以来，中国的大会提案数量急剧下降，与在教科文组织分摊会费

的持续增长形成鲜明反差，也与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线性发展 “阶段论”预

期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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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和解释这一反差？关于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研究集中于宏观

层面，主要以权力和规范为主要理论视角，几乎全被 “追求利益”和 “遵守

规则”的话语所主导。① 权力视角将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置于国际体系转型和

权力转移背景下加以审视，认为２１世纪以来、特别是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

以后，国际权力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出现了国家间权力转移和权力流散，进

而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组织提供了动力。规范视角将中国参与国际组织视为

一个社会化过程，认为中国态度与政策的变化不能用单一的实力因素解释，

而应归于主导性国际规范对中国国家利益的重塑。制度主义与组织社会学虽

然提供了颇有价值的理论解释，区分了行为的 “工具主义逻辑”和 “适当性

逻辑”，关注到在国际制度呈现多层化、重叠化、竞争化和复杂化的趋势下，

国家能动性可以通过丰富的政策组合实现。但是，权力和制度视角都建立在

理性选择的行为体模型上，假定行为都属于事后 （ｅｘ　ｐｏｓｔ　ｆａｃｔｏ）的反思性战

略，难以准确描述和解释世界政治中的国家在默化的知识与具体情境之间的

互动。中国对国际组织的参与是重要的政策实践行为，忽略实践则难以对中

国参与国际组织进程的复杂性提供解释，更难以解释与经验印象相反的下降

趋势。

国际实践理论是２１世纪以来兴起的、以实践为本体和认识路径的研究框

架，为描述和理解行为主体在实践场域中的具体行为与互动关系提供了有效

分析工具。本文以国际实践理论透视中国参与教科文组织的实践演变，解释

关于实践的政策选择，为研究中国与国际组织互动和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一种

新思路。此外，国际法中的 “择地行诉” （ｆｏｒｕｍ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等概念近年来也

被引入国际组织关于争端解决的研究，用来分析国家在国际争端解决中的主

动性选择，这一概念也可为国际实践理论提供一定程度的启发。

一、国际实践理论

国际实践理论是在批判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将复杂且动态的世界政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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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分通则化、简约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际实践理论具有广阔的本体论

内涵和包容性的认识论路径，分析层次更贴近世界政治现实。实践是从哲学

和社会学引入的概念，源自对２０世纪社会生活本体论二分法的反思，即社

会本体要么是由个人组成的整体，要么是组成社会的个人。为了超越这种社

会理论的生物学思维模式，福柯、戈夫曼、布尔迪厄、吉登斯、拉图尔等一

批 “实践理论家”将实践作为构成人类社会世界的本体要素，用施动者的一

切言与行作为理解行动、结构、制度等其他社会实在的中心参照点。① 国际

实践理论认为，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在本体论上存在难以克服的二元对立思

维，比如物质与观念、国际体系与施动者、结构与进程、社会化与反社会化

等等。在认识论上具有表征性知识偏见，只注重事后反思和由 “分离、抽

象、并归和理想化”② 得出的理论知识，忽略了日常生活中真实的、大量无

须思索便指导实践的背景性知识及其所包含的惯习逻辑。

国际实践的定义是 “适当绩效行动的实施”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即可被社会识别的、有规律、有意义的社会行动集合，包括 “行动的绩效、

模式、职能、背景以及话语—物质联结”。③ 国际实践是一个过程性、关系

性、动态性的概念，实践行动的实施就是把行为体的背景知识与话语体现、

展示、物化于物质世界的过程。④ 作为本体论，国际实践可将施动者与结构、

物质与观念编织在一起，统合语言、物质、主体间性等因素，并以社会实践

的形式表现出来，克服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二元对立。作为认识论，国际实践

将背景知识推向前台，提出了基于情境的惯习逻辑，能够纠正现代认识论中

普适理性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与情境合理性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ｎｅｓｓ）之

间的失衡。⑤ 由于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优势，实践作为多种理论汇聚的概念

中心点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ｆｏｃａｌ　ｐｏｉｎｔ），更适合成为一种理解多层面有效施动行为的

分析单元，通过关注日常生活行为与活动推动国际关系理论超越传统的层次

分析法，“回落”至多层面合成的世界政治现实，展示其复杂、动态的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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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性”。①

塑造国际实践的两个核心要素是实践主体的 “惯习”（ｈａｂｉｔｕｓ）和实践发

生的 “场域”（ｃｈａｍｐｓ）。惯习是布尔迪厄提出的概念，系指持久的、可转换

的潜在行为倾向系统，是既存社会结构、社会经验、思维与行动图式被保存

的现时可能性。② 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绝大多数行为都是依惯习不假思索开展

的，国家在世界政治现实中的绝大多数行动也是由惯习所包含的促动结构所

限定和激发的。惯习逻辑不同于社会理论中的后果逻辑、适当性逻辑和论辩

逻辑，是一种依赖背景性知识和具体情境实施行为的逻辑。③ 在现实世界中，

主导社会行为与实践的不是反思而知的意图与信念，而是不言自明的背景性

知识，背景性知识传达出具体的主体间预期与性情，框定互动的条件，界定

理性的边界。④ 惯习逻辑使社会行为呈现出有组织、有意义的状态，但却并

非真正有战略意图的安排。在惯习逻辑主导的实践作用下，客观社会世界看

上去是 “合理的”、符合 “常识”的，成为一种 “集体协调一致但却不是乐

队指挥的组织作用的产物”。⑤

场域是激发惯习的具体情境。惯习作为一种内化的外在性，只有在一定

的条件和情境下才会再度外化，而激活惯习逻辑的就是具体实践所在的场

域。⑥ 换言之，实践场域设定了 “玩家”具体博弈的 “游戏场”。⑦ 实践场域

不仅指地理上的地点和物理意义上的场所，而是一种关系性的社会空间，是

具有特定结构与互动模式的情境，包括权力关系、斗争目标和既定规则三个

维度。实践资本，包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以及符号资本，都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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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域紧密相关，并因不同的场域产生差别化的效应。① 行为体在不同的实践

场域中形成社会化的主观性，具化为隐含在实践中的背景知识，外化为行动

中的惯习，趋向于复制最终产生已有实践的客观结构。②

就国家参与国际组织的场域而言，会员国参与国际组织并与之互动，本

质上是一种参与实践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ｏｆ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③ 是在实践中且通过实践 （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创造和维系的有社会意义的历史进程。参与实践作为

一种一般性实践，由多种具体实践组成，是在具体实践场域中开展的行为和

活动。社会世界不是结构实在论者所认为的那样，让我们直接接受它的存

在、直接支配我们的言行，而是更像一场演出，通过具体情境激发实践者的

惯习反应，从而在具体实践中展开。具体实践是实施方法和实施结构、历史

实践的客观化产物和身体化产物。④ 秦亚青等学者从内容角度分类，将中国

在国际体系中的参与实践具体化为话语实践、联盟实践、学习实践、遵约实

践、创新实践五种。⑤ 事实上，根据议题领域和场域不同，具体实践存在多

样的内容，不同的具体实践可以并存、共生、混成、从属。⑥ 从实践场域角

度出发，中国对国际组织的参与实践可分为 “主场” （ｈｏｍｅ　ｇａｍｅ）实践与

“客场”（ａｗａｙ　ｇａｍｅ）实践。前者指在主权国家领土疆域内开展的参与实践，

实践主体与实践场域有地理、资源、制度和文化上的亲和与融合性。后者指

在主权国家领土疆域之外开展的参与实践，在本文语境中指在国际组织本体

或总部开展的实践，实践主体与实践场域的熟悉与融合程度因人因事而异，

但都存在不同程度上的疏离与异己感。在世界政治中，场域情境激发具体的

惯习与背景知识，两者共同建构了国家的参与实践。

０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高宣扬：《论布尔迪厄关于 “象征性实践”的概念》，《哲学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６６—
７３页。

皮埃尔·布尔迪厄：《实践感》，第８４—８９页。
朱立群：《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实践解释模式》，《外交评论》，２０１１年第１期，第１９—３３页；

朱立群：《中国与国际体系：双向社会化的实践逻辑》，《外交评论》，２０１２年第１期，第１３—２９页。
皮埃尔·布尔迪厄：《实践感》，第７４—７５页。
秦亚青主编：《实践与变革：中国参与国际体系进程研究》，第８０—８４页。
伊曼纽尔·阿德勒、文森特·波略特主编：《国际实践》，第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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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治理结构与会员国的实践参与

从治理结构来看，历史上和当今世界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至少包括两个部

分结构：体现国家间利益关系、供成员国表达诉求的全体大会，以及代表国

际组织本身、服务国际组织自身目标的常设秘书处。① 如果按职能差异，又

可分为审议机关、执行机关、秘书机关这一典型的 “三分结构”或加上裁判

机关的 “四分结构”。② 联合国教育、科 学 及 文 化 组 织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缩写为 ＵＮＥＳＣＯ）是联合国

系统中专司促进教育、科学、文化和信息传播领域国际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

织，在联合国１５个专门机构中职能领域最为广泛，被视为全球最大的人文

治理平台。教科文组织的治理结构是典型的 “三分结构”：由全体１９３个成

员国③组成的大会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每两年召开一次，是就该组织计划项

目、预算、机构设置与变更、行政、人事等一切重大事务做决策的最高权力

机构；由大会选举产生的５８个成员国组成的执行局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Ｂｏａｒｄ），每

年召开２—３次会议，负责向大会提出建议，并监督秘书处落实大会决议；

总部设在法国巴黎、在全球拥有５３个办事处的秘书处，则负责计划项目实

施与日常行政事务。

大会、执行局和秘书处三大治理机构是会员国参与教科文组织的主要实

践路径，也是会员国参与实践的具体场域所在。秘书处代表国际组织本体，

是日常语义上的 “教科文组织”，即芬尼莫尔所谓作为行为体 （ａｃｔｏｒ）的

“科层制官僚机构”。④ 教科文宪章性文件 《组织法》规定，秘书处由保持政

１７

①

②

③

④

刘莲莲：《国际组织理论：反思与前瞻》，《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５
期，第１４—２６页。

梁西：《梁著国际组织法》（第六版），杨泽伟修订，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３１页。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起，美国和以色列正式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使该组织成员国数目从

１９５个变为１９３个，此前教科文组织的成员国数目比联合国成员国数目多２个，分别是巴勒斯坦和南
苏丹。

Ｉａｎ　Ｈｕｒ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Ｌａｗ，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ｐｐ．１７－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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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中立的国际职员构成。① 虽然秘书处国际职员招募自各会员国，而且会员

国根据人口、会费比例在秘书处拥有数量不等的、占地理分配名额的国际职

员，但国际职员必须恪守中立，受到明确的规则和程序约束以及道德规范、

惯例、组织文化等非程序性制约，不得擅自为母国牟利或在工作中掺杂国别

偏好。② 理论上，会员国不应也难以对秘书处人员直接施加影响。尽管会员

国可努力提升本国国籍的国际职员人数，派员竞争高层领导岗位或关键岗

位，但只能间接或潜在地对秘书处日常工作施加影响。

大会和执行局是教科文组织的权力机构，是会员国参与教科文组织业

务、施加影响的正式渠道。大会与执行局的权力级别和权限范围有重要区

别。大会是代表全体会员国意志的最高权力机构，所作决定称为 “决议”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其职权包括：批准新会员国和准会员国；决定教科文组织的政

策与主流业务；通过国际公约和建议书文本；就教育、科学、文化等问题向

联合国提出咨询建议；修订 《组织法》，召集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的政

府间国际会议；选举执行局委员等。执行局的权威是大会赋予的，在大会闭

会期间、受大会委托对秘书处工作行使监理职能，所作决定称为 “决定”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其职权范围包括：筹备大会日程，监督大会通过计划项目的实

施，就吸收新会员国和准会员国向大会提建议等。自教科文组织成立以来，

执行局会议一直在法国巴黎总部举行，成员国大会１９４７年到１９８１年由会员

国轮值举办，从１９８２年至今改为在总部举行。

根据大会与执行局权力层级与权限范围的不同，会员国对大会和执行局

的参与分为普遍性参与和限制性参与。所谓普遍性参与，是指正式会员国可

在程序和规则许可范围内发言、投票、动议、提案，参与活动具有普遍意

义。教科文组织 《组织法》规定，所有正式会员国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ａｔｅ）无论大

小、强弱、贫富，均平等参与大会事务，一国一票。③ 准会员国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

Ｍｅｍｂｅｒ）和观察员国可以经大会主席同意发言，但没有投票权，也不能发起

２７

①

②

③

ＵＮＥＳＣＯ，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ＶＩ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５，Ｂａｓｉｃ　Ｔｅｘｔｓ（２０１８Ｅｄｉｔｉｏｎ）．

Ｊ．Ｐ．Ｓｉｎｇｈ，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ＵＮＥＳＣＯ）：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Ｎｏｒｍｓ　ｆｏｒ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Ｗｏｒｌｄ，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１，ｐｐ．３２－３９．

ＵＮＥＳＣＯ，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Ｖ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Ｖｏｔｉｎｇ．８．（ａ），ｉｎ　Ｂａｓｉｃ　Ｔｅｘｔｓ（２０１８Ｅｄｉ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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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动议。① 限制性参与是指会员国以特定身份、资格为条件，参加指定范

围内的立场发言、辩论、提案、投票、动议、质询等事务。执行局的正式活

动仅限于５８个执委，非执委的会员国只能够参加预备会议、工作组会议等

非正式磋商，而不能介入执行局的程序性活动，会员国参与执行局决策是高

度受限的。因此，会员国在大会中是普遍性参与，在执行局中是限制性参

与。大会是会员国参与教科文组织根本性和长远性制度安排的主要实践

场域。

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提案实践

决策是国际组织最重要的日常活动之一，是实现组织宗旨、履行组织职

能的一种主要方式。② 通过大会和执行局提出提案，是会员国参与教科文组

织决策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实践类型。成员国发起提案是一种具有独特意义

的国际实践活动，是国家政治逻辑同国际组织制度逻辑互动、进而影响国际

组织决策的过程。③ 就场域而言，提案实践是一种 “客场”型实践，是国家

向国际组织决策机构提交书面文件、在会议程序中就具体议题表达意见观

点、参与和引导国际辩论、推动国际组织决策的实践活动，是将国家偏好转

化为国际组织集体意志的过程。提案实践的场域是国际组织，提案必须按照

国际组织设定的规则与程序进行，实践主体的自发性与能动性必须服从国际

组织规则与程序的要求。

（一）教科文组织的提案概念与类型

根据联合国的一般性国际会议议事规则和教科文组织的 《基本文件》，

“提案”的英文表述为ｐｒｏｐｏｓａｌ，④ 会员国向大会和执行局两级治理机构提交

关于讨论会议议题事项和具有决策导向的建议性书面文本均称为 “提案”。

根据提案的场合与内容向度，可分为决议草案 （Ｄｒａｆ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决定草案

（Ｄｒａｆｔ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决议／决定草案修正案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三种 （见表－１）。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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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ＵＮＥＳＣＯ，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　Ｍｅｍｂｅｒｓ，ｉｎ　Ｂａｓｉｃ　Ｔｅｘｔｓ（２０１８Ｅｄｉｔｉｏｎ）．
饶戈平：《国际组织法》，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８９页。
刘莲莲：《国际组织理论：反思与前瞻》，第１４—２６页。
Ｒｏｂｂｌｅ　Ｓａｂｅｌ，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ａｔ　ｔｈｅ　ＵＮ　ａｎｄ　ａｔ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Ｔｈｉ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８，ｐ．１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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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提交的书面建议文件为 “决议草案”，因为大会通过的最终文件为 “决

议”。① 向执行局提交的为 “决定草案”，通过后便成为 “决定”。② 决议／决定

草案的内容是就日程事项和议题内容提意见，修正案是就已拟就的决议草

案／决定草案进一步提出意见。③ 会员国向教科文组织大会提交的提案一般涉

及四类内容：《组织法》修订、教科文组织中期战略 （Ｃ／４文件）和双年度计

划预算 （Ｃ／５文件）、吸纳新会员国和准会员国、新机构或新议题的创议。

表－１　教科文组织会员国提案类型

大会 执行局

正向建议 决议草案 决定草案

修正建议 修正案　 修正案 　

教科文组织大会和执行局的决策均在提案文本基础上形成。以提案文本

为载体，会员国将特定政治意图、偏好、利益输入国际组织的决策。经大会

通过的提案文本会成为国际组织内最高效力的文件，包括批准国际组织的公

约、建议书、宣言等准则性文件，决定国际组织计划、项目、预算、关键人

员岗位等重大事项。更为重要的是，大会提案可修订关乎国际组织治理结构

和治理规则的基本法等文件，影响国际组织的权力结构与规范共识。提案是

国际议程设置的具体方式，只有通过提案才能将国家关注或重视的议题融入

国际组织政治议程中，以获得优先关注。④

此外，提案也是会员国协作与竞争、对抗与联盟关系的体现。根据惯

例，大会和执行局提案既可以由１个国家单独提交或多个国家共同提交

（ｓｕｂｍｉｔ），也可以由１个国家提出、２个以上国家共同联签 （ｃｏ－ｓｐｏｎｓｏｒ）。⑤

联签支持的国家数量反映了提案意见的重要性和代表性。在教科文组织大会

上，涉及实质性议题而非程序性议题的提案，需要在场会员国投票，且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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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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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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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ＥＳＣＯ，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Ｂｏａｒｄ，Ａｒｔｉｃｌｅ　ＶＩＩ．Ｒｕｌｅｓ　２４．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ｉｎ　Ｂａｓｉｃ
Ｔｅｘｔｓ（２０１８Ｅｄｉｔｉｏｎ）．

ＵＮＥＳＣＯ，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ｒｔｉｃｌｅ　ＸＩＶ．Ｄｒａｆ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Ｒｕｌｅｓ
７８－８１，ｉｎ　Ｂａｓｉｃ　Ｔｅｘｔｓ（２０１８Ｅｄｉｔｉｏｎ）．

韦宗友：《国际议程设置：一种初步分析框架》，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１年第１０期，第
３８—５２页。

Ｒｏｂｂｌｅ　Ｓａｂｅｌ，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ａｔ　ｔｈｅ　ＵＮ　ａｎｄ　ａｔ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ｐ．１５５－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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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多数赞成方可通过。针对同一议题可出现多个不同版本的提案，代表不

同利益和意见团体的竞争甚至对抗。在教科文组织大会上，不同版本的决议

草案修正案以及案文中的字句经常成为会员国辩论的焦点。提案国与联签国

对会议辩论和集体决策有重要引导作用，在会场辩论与会外博弈中占有先发

优势，为此也需要进行充分的外交动员、游说与联盟。一般认为，最娴熟高

效的国家代表团就是最善于通过程序动议、提交提案和修正案引导辩论、控

制议程的代表团。① 提案实践是一项体现会员国 “参与”能力、程度、成效

以及影响的至关重要的具体实践，反映会员国的议程设置、意见倡导以及联

盟与谈判能力，是考察国家参与国际组织实践的重要指标。

（二）对近年来教科文组织提案的共时性观察

在教科文组织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９年近十年间五届大会的提案中，１９５个会

员国 （含美国和以色列）中提案数量较多的主要是中小国家，排名前十位的

国家是：埃及、伊朗、瑞典、芬兰、多米尼加、瑞士、挪威、丹麦、委内瑞

拉和土耳其。其中埃及的提案总数高达３７项，平均每届大会至少有７项提

案。瑞典、芬兰、挪威、丹麦北欧四国在提案数量中集体领先，与北欧国家

代表团一直在教科文组织各类会议中的活跃程度和专业水平传统高度符合。

十年间中国的大会提案数量仅有６项，排名第３７ （第３７—４９名并列）

位，和科特迪瓦、圣文森特与格林纳丁斯、萨尔瓦多、立陶宛、捷克、哥伦

比亚、菲律宾、巴勒斯坦、希腊、塞内加尔、古巴、马达加斯加等国同属一

个水平。但是，中国分摊的会费比这些国家总和还多，因此提案数量与会费

地位极不相称。此外，共有１３２个国家提案数在５项以下，即平均每届大会

提案不足一项，３０个国家提案数为０。② （见表－２）

表－２　教科文组织大会和执行局中的会员国提案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序号 国家 大会提案数 会费占比 序号 国家 大会提案数 会费占比

１ 埃及 ３９　 ０．２４０％ ３３ 乌克兰 ７　 ０．０７４％

２ 伊朗 ２７　 ０．５１４％ ３４ 巴基斯坦 ７　 ０．１４８％

３ 瑞典 １８　 １．１６９％ ３５ 奥地利 ７　 ０．８７４％

５７

①

②

Ｍ．Ｊ．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ｉｎ　Ｔｈｏｍａｓ　Ｇ．Ｗｅｉｓｓ　ａｎｄ　Ｓａｍ　Ｄａｗｓ，ｅｄｓ．，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ｐ．１０１．

由于篇幅原因，提案数在５项以下和０项的１３２个国家不在本表格中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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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国家 大会提案数 会费占比 序号 国家 大会提案数 会费占比

４ 芬兰 １６　 ０．５４３％ ３６ 波兰 ７　 １．０３５％

５ 多米尼加 １６　 ０．０６３％ ３７ 中国 ６　 １５．４９３％

６ 瑞士 １４　 １．４８５％ ３８ 科特迪瓦 ６　 ０．０１７％

７ 挪威 １４　 ０．９７３％ ３９ 圣文森特 ６　 ０．００１％

８ 丹麦 １３　 ０．７１５％ ４０ 萨尔瓦多 ６　 ０．０１６％

９ 委内瑞拉 １２　 ０．９４０％ ４１ 立陶宛 ６　 ０．０９２％

１０ 土耳其 １２　 １．７６９％ ４２ 捷克 ６　 ０．４０１％

１１ 巴西 １１　 ３．８０５％ ４３ 哥伦比亚 ６　 ０．３７２％

１２ 尼日利亚 １０　 ０．３２３％ ４４ 菲律宾 ６　 ０．２６５％

１３ 西班牙 １０　 ２．７７０％ ４５ 巴勒斯坦 ６　 ０．０１０％

１４ 德国 １０　 ７．８６０％ ４６ 希腊 ６　 ０．４７２％

１５ 法国 ９　 ５．７１３％ ４７ 塞内加尔 ６　 ０．００９％

１６ 哈萨克斯坦 ９　 ０．２３０％ ４８ 古巴 ６　 ０．１０３％

１７ 加拿大 ８　 ３．５２８％ ４９ 马达加斯加 ６　 ０．００５％

１８ 阿曼 ８　 ０．１４８％ ５０ 卡塔尔 ５　 ０．３４６％

１９ 阿根廷 ８　 １．１８１％ ５１ 印度 ５　 １．０７６％

２０ 突尼斯 ８　 ０．０３２％ ５２ 葡萄牙 ５　 ０．４５２％

２１ 科威特 ８　 ０．３２５％ ５３ 爱沙尼亚 ５　 ０．０５０％

２２ 荷兰 ８　 １．７５０％ ５４ 意大利 ５　 ４．２６８％

２３ 爱尔兰 ８　 ０．４７９％ ５５ 日本 ５　 １１．０５２％

２４ 阿联酋 ８　 ０．７９５％ ５６ 加蓬 ５　 ０．０１９％

２５ 乌干达 ７　 ０．０１０％ ５７ 布基纳法索 ５　 ０．００４％

２６ 伊拉克 ７　 ０．１６７％ ５８ 贝宁 ５　 ０．００４％

２７ 摩洛哥 ７　 ０．０７１％ ５９ 巴拉圭 ５　 ０．０２１％

２８ 俄罗斯 ７　 ３．１０４％ ６０ 尼加拉瓜 ５　 ０．００６％

２９ 乌拉圭 ７　 ０．１１２％ ６１ 厄瓜多尔 ５　 ０．１０３％

３０ 英国 ７　 ５．８９４％ ６２ 白俄罗斯 ５　 ０．０６３％

３１ 圣卢西亚 ７　 ０．００１％ ６３ 巴巴多斯 ５　 ０．００９％

３２ 比利时 ７　 １．０６０％

　　资料来源：教科文组织大会文件。①

６７

① 参见ｈｔｔｐｓ：／／ｕｎｅｓｄｏｃ．ｕｎｅｓｃｏ．ｏｒｇ／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ｂｏｄｉｅ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ｈｔｔｐｓ：／／ｕｎｅｓｄｏｃ．
ｕｎｅｓｃｏ．ｏｒｇ／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ｂｏｄｉｅｓ／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ｂｏａｒ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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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数量排在中国之前的３６个国家可分为三类：一是德国、法国、英

国、西班牙、加拿大、俄罗斯和巴西，这一类是国家实力、分摊会费以及国

际影响意义上的 “大国”。二是北欧四国、瑞士、荷兰、比利时，这些国家

虽然名为 “小国”，而且分摊会费比例也不高，但一直是教科文组织预算外

资金的重要提供方。三是近年来在教科文组织内部有较强集体身份认同的

“中小国家”，包括埃及、伊朗、土耳其等中等国家，以及科威特、圣卢西亚

等小国。第三类国家多具有较强的多边外交经验和能力，但在双边外交资源

和实力上有不同程度的欠缺，难以连选连任执行局委员，开展限制性参与实

践的机会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他们更加重视大会这一普遍性参与的实

践场域。在教科文组织中， “中小国家”近年来越来越成为一种被认可的集

体身份，最重要的标志是２０１７年以来由菲律宾、土耳其以及北欧国家等掀

起的限制执行局委员任期、以便更多 “中小国家”（ｓｍａｌｌ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有机会

当选执行局委员的内部治理改革。

对近年来会员国大会提案数量的共时性分析说明，会员国发起大会提案

的积极程度存在差异。对教科文组织大会有较强设置议题和决策能力的是传

统 “欧洲列强”、重要预算外资助方北欧国家，以及所谓 “中小国家”集团。

此外，在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１９年１０届执行局会议上，① 会员国平均提案数为２．８８
项，阿曼、英国、巴西等国家的提案数远超大会提案，比如英国有１９项执

行局提案。② 但是，在这１０届执行局会议期间，中国却没有发起任何提案。

四、中国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实践

中国是教科文组织的创始成员国，也是首批１４个签署 《组织法》的国家

之一，教科文组织还是最早恢复新中国合法席位的联合国专门机构。１９７１年

７７

①

②

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会议一般一年举行２次，分别为春季和秋季执行局会议，但大会期间执行
局委员进行换届选举后，通常会加开一次为期１天的执行局会议。因此，２０１５年第３８届大会后举行
了１９８届执行局会议，２０１６年举行了１９９、２００届执行局会议，２０１７年举行了２０１、２０２、２０３届执行
局会议和第３９届大会，２０１８年举行了２０４、２０５届执行局会议，２０１９年举行了２０６、２０７届执行局会
议，之后为第４０届大会。因此，在第３８届至４０届大会之间，共有１０届执行局会议。

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１９年间执行局提案数量排名前十位的国家依次是：阿曼、英国、黎巴嫩、卡塔
尔、摩洛哥、多米尼加、埃及、圣文森特、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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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２９日，在第２６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新中国合法席位后第四天，

时任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马厄主动邀请新中国重返教科文组织。应马厄要求，

第８８届执行局会议将 “中国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计划的执行”议题列入

日程，后经过激烈辩论，最终以２４票赞成、２票反对 （美国、巴西）、５票

弃权，做出了 “自即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在教科文组织中的唯一合

法代表”的决定。①

（一）中国在教科文组织大会提案实践的历时性观察

中国在联合国旧金山制宪会议讨论设立专门的教育文化组织时起到了重

要推动作用，中国代表团还在教科文组织成立大会上推动将 “科学”加入这

一新生组织名称中，② 这可谓是中国关于教科文组织提案实践的前史。中国

自１９７１年以来一直保有教科文组织合法席位，拥有大会提案资格。③ 但是，

中国的大会提案数量既不稳定，也未呈现线性增长，而是多次起伏、一度走

高，近２０年来更一路走低 （见图－１）。从１９７２年教科文组织第１７届大会到

２０１９年第４０届大会，中国单独或与他国联合发起提案共１２６项，数量可观

但是分布极不均衡。其中，有５届大会的提案数超过１０项，最多的是１９９５
年第２８届大会的２３项提案。但多数年份的大会提案数为个位数，有４届大

会提案数为０，分别出现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和最近１０年。

中国在教科文组织大会提案实践的变动轨迹，不符合中国参与国际体系

的传统 “阶段论”预期，即１９７１年前回避旁观、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逐步介入、

２０００年以后全面参与。从提案数据来看，中国在教科文组织的大会提案实践

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１９７２年到１９８３年。从１９７３年中国恢复

合法席位后参加第二届教科文组织大会开始，中国的提案数即实现了从无到

有的突破，而且总体呈逐步上升趋势，并在１９８０年和１９８２年出现了一个小

高峰，这说明自恢复合法席位后，中国快速适应了教科文组织的治理机制，

并积极参与其中。

第二阶段是１９８５年到１９９５年。这是中国提案数量的十年高峰期，５届

大会的提案数均在１０项以上，１９９５年第２８届大会的２３项提案更创造了历

８７

①

②

③

谢喆平：《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系演进：关于国际组织对会员国影响的一项经验研
究》，教育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５１页。

同上书，第４２—４４页。
美国两度退出教科文组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非、新加坡、英国也曾退出又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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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最高纪录。这一时期中国的提案实践表现出相当的活跃度和专业性，７４项

提案中有４６项为中国单独提案，２８项为同其他国家联合提案，而且联签国

家不仅限于苏联、古巴、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阵营和尼日利亚、多哥、加

蓬、埃及、老挝、斯里兰卡等亚非发展中国家，还包括法国、澳大利亚、瑞

士、意大利、加拿大等西方发达国家 （见表－３）。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

中国在教科文组织的提案实践已经较为淡化意识形态色彩，而是从业务出

发，具有相当的灵活性与议题针对性。

图－１　中国在教科文组织大会提案数的历时性变化 （１９７２—２０１９）
资料来源：教科文组织大会文件。

表－３　中国在教科文组织大会中提案联签国 （１９８５—１９９５）

年份 届别 提案联签国

１９８５ 第２３届大会

澳大利亚、阿根廷、比利时、哥斯达黎加、丹麦、厄瓜多尔、埃及、
加蓬、民主德国、瑞士、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科威特、哥
斯达黎加、塞内加尔、科特迪瓦、摩洛哥、尼日尔、毛里塔尼亚、
利比亚、法国、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多哥、苏联、几内亚、也门

１９８７ 第２４届大会

意大利、希腊、埃及、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阿曼、葡萄牙、蒙
古、民主德国、荷兰、苏联、乌拉圭、牙买加、古巴、越南、突尼
斯、津巴布韦、墨西哥、科威特、马达加斯加、西班牙、波兰、法
国、挪威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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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届别 提案联签国

１９８９ 第２５届大会

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瑞士、多哥、日本、菲
律宾、古巴、埃塞俄比亚、民主德国、希腊、老挝、印度尼西亚、
乌克兰、越南、伊拉克、意大利、马耳他、约旦、摩纳哥、蒙古、
摩洛哥、阿曼、巴基斯坦、葡萄牙、新西兰、斯里兰卡、韩国、科
威特、海地、阿联酋、也门、突尼斯、巴林、赤道几内亚、法国、
保加利亚

１９９１ 第２６届大会
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哥伦比亚、塞浦路斯、捷克
斯洛伐克、埃塞俄比亚、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意大利、摩
洛哥、阿曼、波兰、西班牙、斯里兰卡、瑞典

１９９３ 第２７届大会

伊朗、巴基斯坦、不丹、孟加拉、印度、吉尔吉斯斯坦、尼泊尔、
阿富汗、马尔代夫、蒙古、斯里兰卡、泰国、阿尔及利亚、阿根廷、
安哥拉、白俄罗斯、比利时、玻利维亚、布隆迪、佛得角、乍得、
智利、萨尔瓦多、科特迪瓦、厄瓜多尔

１９９５ 第２８届大会

墨西哥、印度、日本、菲律宾、泰国、委内瑞拉、韩国、伊朗、乌
兹别克斯坦、巴西、马里、埃及、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巴基斯
坦、科威特、朝鲜、比利时、哥伦比亚、澳大利亚、荷兰、西班牙、
津巴布韦、土耳其、哈萨克斯坦、突尼斯、柬埔寨、保加利亚、科
特迪瓦、哥斯达黎加、波兰、安哥拉、立陶宛、阿根廷

　　资料来源：教科文组织大会文件。

第三阶段是１９９７年到２０１９年。这２０年间，中国的大会提案跌回个位

数，个别年份甚至归零，整体回落到１９７２—１９８３年的水平并持续下降。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年间中国的大会提案总共只有５项，尚不及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提案

总数的１／１０，而且基本上均为单独提案。与提案数量一路下滑形成对照的

是，２１世纪以来中国在教科文组织的分摊会费快速增长。中国的会费比额从

８０、９０年代不足１％增长到２００１年的２．０３％。最近１０年更连续上调４次，

从３．１９％到５．１５％，再到７．９２％和１５．４９％。到了２０１７年，中国成为仅次

于日本的第二会费大国，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起，中国超过日本成为教科文组织

第一大会费国。① 会费的快速增长和大会提案的骤减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见

０８

① ＵＮＥＳＣＯ，“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ｏｆ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ＵＮＥＳＣＯ”，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ＵＮＥＳＣＯ，２００１，２００３，２００５，２００７，２００９，２０１１，２０１３，２０１５，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ｕｎｅｓｄｏｃ．ｕｎｅｓｃｏ．ｏｒｇ／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ｂｏｄｉｅ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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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图－２　中国在教科文组织的大会提案数与分摊会费比额 （１９７２—２０１９）
资料来源：教科文组织大会文件。

值得注意的是，２１世纪以来大会提案数量减少的趋势并非中国独有。从

２００３年重返教科文组织到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再度退出，美国在这１５年间的大

会提案数量也保持较低水平。在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１７年的８届大会中，中国和美

国的提案数量分别为１６项和１１项，与中小国家积极提案的态势相比，出现

了一定程度的 “大国相似”趋势。（见图－３）

从提案方式来看，两国都以参与联签他国发起的提案为主，较少单独提

案。两国以本国名义发起主导的提案各有４项，均反映了本国在教科文组织

业务中的重大关切。中国２０１５年提交的３项提案分别涉及中国在教科文组

织创设女童与妇女教育奖项、推动丝绸之路平台建设与促进文明交流互鉴。①

１８

① ＵＮＥＳＣＯ，Ｄｒａｆ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Ｐｒｏｐｏｓｉｎｇ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Ｄｒａｆ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ａｎｄ　Ｂｕｄｇｅｔ　ｆｏｒ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３８Ｃ／５），３８Ｃ／８，ｔｈｅ　３８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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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在自然科学领域的１项单独提案也主要是为了发挥中国在政府间水文

计划这一相对优势业务领域中的作用，并吸引国际社会对设在中国的国际泥

沙研究培训中心的关注。① 美国的４项单独提案都出现在２０１１年因教科文组

织接纳巴勒斯坦而拒交会费之前，体现了其影响教科文组织教育和文化领域

业务发展方向的意图。在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５年，美国在 《保护与促进文化表达

形式多样性公约》草案磋商中激烈抵制法国和加拿大倡议的文本，最终和以

色列一起向该文本投了反对票，是当年教科文组织大会关于该议题投票中仅

有的两张反对票。２０１１年教科文组织接纳巴勒斯坦为正式会员国，此后美国

通过提案参与教科文组织业务的意愿明显下降，仅联签了两项具有高度政治

性的提案，一项是支持科索沃成为教科文组织会员国，另一项是表达处理西

欧北美地区组执行局席位分配的意见。②

图－３　中国与美国在教科文组织大会提案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资料来源：教科文组织大会文件。

２８

①

②

ＵＮＥＳＣＯ，Ｄｒａｆ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Ｄｒａｆ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ａｎｄ　Ｂｕｄｇｅｔ　ｆｏ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３６Ｃ／５），３６Ｃ／ＤＲ．６２，ｔｈｅ　３６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０，２０１１．

ＵＮＥＳＣＯ，Ｄｒａｆ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ｎ　Ｒｅ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Ｋｏｓｏｖｏ　ｔｏ　ＵＮＥＳＣＯ，
３８Ｃ／ＰＬＥＮ／ＤＲ．１，ｔｈｅ　３８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６，２０１５；Ｄｒａｆ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ｎ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Ｂｏａｒｄ　ａｎｄ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ＵＮＥＳＣＯ，３９Ｃ／ＮＯＭ／ＤＲ．１，ｔｈｅ　３９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３，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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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中国和美国在教科文组织的大会提案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份 中国 美国

２００３
１．关于执行局选举的会员国分 组
（联签）

１．关于制定文化多样性国际准则工具的适
宜性

２００５

１．执行局委员轮换制度 （联签）
２．以执行局选举为目的的会员国分
组 （联签）
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世界信息社
会峰会 （联签）
４．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计划预算草案修正
案，促进文明间对话 （联签）
５．非洲遗产状况立场文件及呼吁建
立非洲世界遗产基金 （联签）

１．保护文化内容与艺术表现形式多样性公
约初步草案及总干事相关报告

２００７

１．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计划预算草案修正
案，教育议题 （联签）
２．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计划预算草案修正
案，计划与对外关系议题 （联签）
３．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 （联签）

１．总干事关于全民教育运动进展报告及建
议 （联签）

２００９

１．创建一个关于和平文化的跨部门
跨学科项目 （联签）
２．大会届会组织方式及大会主席报
告 （联签）

１．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计划预算草案修正案，关
于质量保障与信息技术强化的学习内容与教
材，比如开放教育资源
２．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计划预算草案修正案，支
持联合国扫盲十年

３．世界信息社会峰会后续落实 （支持签署）
４．二战期间流失文化财产返还原则宣言草
案 （联签）
５．创建一个关于和平文化的跨部门跨学科
项目 （联签）
６．大会届会组织方式及大会主席报告 （联签）

２０１１

１．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计划预算草案修正
案，关于支持政府间水文计划助力淡
水压力与社会回应以及关注泥沙沉积
问题

无

２０１３
１．网络相关问题，包括信息与知识
获取、自由表达与信息社会隐私和伦
理问题 （联签）

无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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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中国 美国

２０１５

１．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计划预算草案修正
案，关于搭建促进文明间对话平台
２．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计划预算草案修正
案，增加丝绸之路项目预算外资金
３．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计划预算草案修正
案，通过教科文组织亲善大使及特使
支持性别平等和女童与妇女教育

１．关于科索沃申请加入教科文组织 （联签）

２０１７ 无
１．美国在执行局席位的替代分配方案 （联
签）

共计 １６项 （１２项联签） １１项 （７项联签）

　　资料来源：教科文组织大会文件。

（二）中国在教科文组织的参与实践类型与场域特征

提案实践是中国在教科文组织的具体实践中的一种，其他主要类型还包

括学习实践、遵约实践、会议实践。依据实践场域的不同，这四种参与实践

可归为两类：一是以国内政治逻辑为主要考量，主要在国内进行、显著依靠

国内资源支撑的 “主场”实践，具体包括学习实践、遵约实践和会议实践，

可更多按照自身意愿、逻辑、习惯和资源条件行事。二是以国际组织制度逻

辑为主要考量、空间上在国际组织本体发生、较少依靠国内资源支撑的 “客

场”实践，提案实践为其主要内容。

学习实践是实践者在参与国际体系过程中的模仿和学习行为。① 中国在

教科文组织的学习是在实践中的组织学习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ｙ　ｄｏｉｎｇ），

学习内容包括教育、科学、文化、信息传播等领域的基本知识和先进理念，

以及在上述领域开展多边合作的规范、标准与模式。② 学习实践是中国在教

科文组织开展得最为广泛、持久的实践，在１９７９—２０００年间是中国在教科

文组织的主导性实践。学习实践的目的在于把教科文组织作为一个 “对外开

放的平台”，服务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

遵约实践是国家参与国际制度、按照制度规范修正自身行为、调整与国

４８

①

②

朱立群等：《中国与国际体系：进程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４页。
张小劲、谢喆平：《传授与学习：中国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经验研究》， 《外交评论》，

２０１１年第１期，第４８—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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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体系关系、重塑相互预期的行为，是国家遵守承诺、内化国际制度规范的

实践活动。① 教科文组织五项基本职能之一是 “国际标准制定”，即制定国际

公约、宣言、建议书等规则性文件。中国批准或加入了教科文组织１６项国

际公约，支持赞同绝大多数建议书和宣言等准则性文件，承担了实施、落实

这些准则性文件的义务。中国１９８５年加入教科文组织 《保护世界文化与自

然遗产公约》并制定了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等法规，通过立法、

政策、社会宣传动员，把国际公约落实到国内行动上，将国际规范内化为国

内的规则、意识与行为。

会议实践指承办或合办国际组织多边会议，在不改变国际组织工作程

序、规范和行为模式的前提下，通过会议空间和资源支持体现会员国作用的

侧重 “国内重心”型实践。会议实践是以国内需求为主导、以国内资源促成

国际影响的实践，在一定意义上是学习实践的延伸。２０１０年以后，中国的会

议实践转为 “合办”模式，举办教科文组织的首创型部长级以上重大国际会

议，会议呈现出高级别官方参与的特征，主要展示中国在优势领域中取得的

发展成就，宣传中国理念与经验，且成果文件均以中国举办地冠名。

实践场域的不同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区别，也意味着在工作语言、思维

方式、交际模式、文化认同等方面存在重要差异 （见表－５）。提案的实践场域

是教科文组织本体，地理空间发生于设在法国巴黎的教科文组织总部，它有

别于中国其他三种内化型参与实践。教科文组织总部的多边会议有自成体系

的微观权力结构、规则结构与文化背景。在语言与文化意义上，中国参与在

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的国际会议，置身于一种具异己感与边缘感的国际环

境中。

表－５　中国在教科文组织具体实践的场域特征

场域特征 提案实践 学习实践 遵约实践 会议实践

地域空间 法国巴黎 中国境内为主 中国境内 中国境内

主要场所 教科文组织总部
政府部 门、国 际
会议所在地

政府部门、地方
政府 部 门、国 际 会
议所在地

工作语言 英文、法文为主 中文、英文 中文为主 中文、英文为主

５８

① 朱立群等：《中国与国际体系：进程与实践》，第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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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场域特征 提案实践 学习实践 遵约实践 会议实践

行为逻辑
论辩逻辑
适当性逻辑

模仿逻辑 官僚政治逻辑
适当性逻辑
模仿逻辑

文化背景 西方文化 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

不同的场域特征激发不同的背景知识和行为逻辑。提案实践所需的背景

知识是多边外交实践技能 （ｋｎｏｗ－ｈｏｗ），核心是通过规则展开博弈，在现有

规则框架内寻找并提出需要更新与改进之处，推动规则制定与修订以促成权

力倾斜。① 提案实践需要遵循国际组织的议事规则与程序，也需掌握多边博

弈中默认而未言明的规范与惯例。国际组织起源于欧洲，是西方资本主义经

济社会发展与国际政治交往、多边外交实践积累衍生的产物。这种制度上的

一致性、文化上的趋同性使发达国家在国际组织的建立和运作中占据主导地

位，国际发展的理念和路径也由发达国家设计。② 因此，欧美国家对国际组

织场域不存在文化和制度的陌生感，提案实践是其深度默化的业务知识和实

践技能。就国际组织运行中至关重要的议事规则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而言，

１８６８年的日内瓦会议即已讨论了会议实质内容和程序问题，１８７８年的柏林

大会被认为是第一次将实质决议和会议程序明确区分开来的国际会议，也是

当代国际会议议事规则的起源。③ 联合国体系内的国际会议事实上大致共享

一套模板规则 （ｍｏｄｅｌ　ｒｕｌｅｓ），这些规则除了来自欧洲国家１９世纪至２０世纪

初的会议实践之外，很大程度上还直接借用了法国和英国的国内议会程序。④

对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才开始重返国际舞台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来说，国际

组织是一种 “新游戏场”中的 “新游戏”。然而，西方学术界普遍甚少虑及

这一 “新游戏”对中国的挑战性和复杂性，脱离了 “实践中”的现实、抽离

了文化与制度等知识背景，得出了较为简化的二元结论，将中国对国际组织

的参 与 归 结 为 “体 系 革 命 型”（ｓｙｓｔｅｍ－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或 “体 系 维 护 型”

６８

①

②

③

④

Ｒｏｂｂｌｅ　Ｓａｂｅｌ，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ａｔ　ｔｈｅ　ＵＮ　ａｎｄ　ａｔ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ｐ．１５４－１５５．
张海滨、刘莲莲：《服务国家战略，积极推进中国国际组织人才培养———２０１９年北京大学国

际组织人才培养论坛综述》，《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６期，第１２３—１３７页。
Ｒｏｂｂｌｅ　Ｓａｂｅｌ，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ａｔ　ｔｈｅ　ＵＮ　ａｎｄ　ａｔ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７．
Ｉｂｉｄ．，ｐｐ．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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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ｙｓｔｅｍ－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① 聚焦中国的行为是否意在挑战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

际秩序。②

中国在教科文组织的大会提案实践提供了一种 “生活世界中”和国际制

度内的视角与个案，为上述 “现状”与 “修正”的闭环式争论提供了一种较

为真实的观察。实际上，尽管中国曾在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一定的成功提

案实践，但未形成一种成熟而可传承的 “适当绩效实施”。进入２１世纪后，

尽管中国的会费份额不断增加，两位中国副部级官员曾担任教科文组织执行

局主席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和大会主席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中国籍国际职员担任教

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与副总干事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但这些成

就均未激发中国的大会提案实践活跃度。这说明中国参与国际组织虽然有一

定的战略意图，但这种参与事实上是由场域与惯习交汇的多样而复杂的

互动。

（三）“客场”实践、“主场”实践与择地实践

在中国 “客场”型提案实践数量下降的同时， “主场”型实践却实现了

稳定 增 长。这 种 实 践 场 域 的 转 移，实 际 上 是 一 种 择 地 实 践 （ｃｈａｍｐｓ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择地”源自 “择地行诉”，这是始于美国法律的一个术语，一般

指一方当事人试图选择可得到于己最有利判决的法院或司法管辖区，它既可

以是不同司法体系中的 “横向选择”，也可以是联邦、州等不同层级的 “纵

向选择”。③ 在国际私法实践中，指的是当事人利用国际民事司法管辖权的积

极冲突，选择向对自己有利的国家法院提起诉讼的法律现象。④ 尽管择地行

诉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⑤ 但是却为国际组织研究提供了

一定启发。从场域来看，择地实践无关诉讼与争端解决，指的是在制度和规

则范围内，自主选择更熟悉和更擅长的场域开展国际实践。

７８

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ａｍｕｅｌ　Ｓ．Ｋｉｍ，“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ｎ　Ｔｈｏｍａｓ　Ｗ．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Ｓｈａｍｂａｕｇｈ，ｅｄ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Ｃｈａｒｅ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ｐ．４０５．

Ｙｏｎｇｊｉｎ　Ｚｈａ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９２，Ｎｏ．４，２０１６，ｐｐ．７９５－８１６．

Ｍａｒｙ　Ｇａｒｖｅｙ　Ａｌｇｅｒｏ，“Ｉｎ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ｏｆ　Ｆｏｒｕｍ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Ａ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Ｌｏｏｋ　ａｔ　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　ａ　Ｖｅｎｕｅ”，
Ｎｅｂｒａｓｋ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７８，Ｉｓｓｕｅ　１，１９９９，ｐｐ．７９－１１０；Ｇｉｔａ　Ｆ．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Ｆｏｒｕｍ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２４，Ｎｏ．３，１９９８，ｐｐ．４０－４４，７５．

朱子勤：《网络侵权中的国际私法问题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４０页。
Ｍａｒｃ　Ｌ．Ｂｕｓｃｈ， “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ｕｍ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ａｎｄ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６１，Ｎｏ．４，２０１７，ｐｐ．７３５－７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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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择地实践”框架下以 “主场”方式主动承办或合办重要国际会议，

是近年来中国参与教科文组织的主要实践方式。目前，中国承办或参与合办

的教科文组织国际会议数量和规模远超其他会员国，成为参与业务的主要方

式。每年在华举办教科文组织部长级以上会议至少一次 （见表－６）。国家领导

人出席教科文组织重大国际会议或致贺信已成为一种 “新常态”，首届国际

教育信息化大会、首届高级别博物馆论坛和首届国际教育与人工智能大会均

得到了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从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７年，博科娃总干事访华１０次，

比１９７５—２００５年３０年间三任总干事访华次数的总和还多。副总干事、助理

总干事等高层官员及重要部门负责人均多次来华，各国常驻教科文组织大使

等因参会频繁到访中国。会议实践创造了 “以我为主”的外交空间，也提升

了教科文组织在中国的能见度。

表－６　中国与教科文组织在华合作举办的国际会议 （２００１—２０１９）

年份 会议名称 地点

２００１ 第四届九个人口大国全民教育部长级会议 北京

２００４ 首届世界地质公园大会 北京

２００４ 第２８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 苏州

２００５ 第五届全民教育高层会议 北京

２００６ 世界记忆工程亚太地区委员会执行局第六次会议 上海

２００７ 亚太地区扫盲教育会议 北京

２００９ 首届教育部门二类中心主任联席会议 北京

２０１２ 第三届职业教育大会 上海

２０１３ 首届国际学习型城市大会 北京

２０１３ “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国际会议 杭州

２０１４ 首届世界语言大会 苏州

２０１５ 首届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 青岛

２０１６ 首届高级别博物馆论坛 深圳

２０１６ 首届科学部门二类中心主任联席会议 北京

２０１９ 首届国际教育与人工智能大会 北京

　　资料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

在很大程度上，以 “主场”方式开展的学习实践和遵约实践也得到了进

一步深化。在华举办的第２８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成都 “国际非物质文

化遗产节”、创意城市北京峰会等，扩大和加深了中国对教科文组织 《保护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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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 《保护文化多样

性公约》等国际准则性文件的理解，各地将教科文组织的公约、名录、项目

视为提升本地文化国际维度和经济社会效益的重要抓手。目前，中国的世界

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创意城市均名列世界第一，有世界上为数最多的世

界地质公园和二类中心，在人与生物圈保护区名录中中国位居全球第四，在

亚太地区 《世界记忆名录》中也名列前茅。中国在学习实践中逐渐改变了学

习者与受援者身份，在教科文组织设立孔子教育奖、女童与妇女教育奖、援

助非洲教育的信托基金以及丝绸之路青年学者资助计划，转变为资金与项目

的输出方，展示中国的发展成就。

上述三种以国内场域空间为主的实践，在较大程度上可依照实践主体的

偏好与惯习开展。对中国来说， “主场”实践的最大优势在于能够形成一种

类似双边外交交往的场域，把多边互动分解和分化为中国东道主与国际组

织、其他会员国以及其他利益攸关方的双边互动，更有利于中国发挥自己熟

悉和擅长的双边外交。在中国转变国家角色及其展现世界抱负的背景下，中

国在教科文组织的参与实践以 “主场”实践为主、 “客场”实践为辅，在结

构上呈现出一种偏向 “国内重心”的倾向。中国的大会提案实践演变轨迹说

明，一方面，作为以国际组织本体为空间和场域的实践，提案实践要求具备

国际组织规则的特定背景知识，这尚未被中国采纳为同国际组织互动的主要

方式；另一方面，提案实践数量的下降并不意味着中国参与国际组织意愿与

行动的弱化，而是侧重于开展 “主场”实践。

择地实践以国内需求和资源优势为依据选择实践，体现的是 “内顾”偏

好。在这一偏好的驱动下，中国对教科文组织这一 “国际窗口”的利用从注

重 “引入”转为注重 “展示”，强调传播中国的发展经验、全球治理观和大

国形象，以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 “主场”实践代

表了中国和平崛起、通过多边制度追求 “世界强国”地位的一条探索路径。①

较之 “客场”实践，以国内空间为主的实践能够较好地满足 “展示”目的。

这种 实 践 将 作 为 象 征 符 号 的 国 际 组 织 元 素 以 “在 地 国 际 化”（ｌｏ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方式带入国内语境，并与中国符号连接起来，作为中国

９８

① Ｍａｒｃ　Ｌａｎｔｅｉｇｎｅ，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ｅ　Ｐａｔｈｓ　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ｗｅｒ，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５，ｐｐ．２８－３１．



外交评论　２０２１年 第２期

参与国际组织的镜像展示给外界。这一实践也说明了中国并未构成对国际组

织的制度性 “挑战”，不是国际组织内的 “修正主义者”，而仍是现有国际体

系和秩序的维护者。实际上，较之对 “驾驭”规则和程序能力要求更高的

“客场”实践，“主场”实践更符合中国当前参与国际组织的主观期望与现实

能力。

因此，“主场”实践倾向 “国内重心”，体现了 “内顾”偏好，事实上是

一种 “客场”实践的代偿型策略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ｏｒ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选择。易言之，提

案数量的下降并不意味着中国对教科文组织参与实践的减少与弱化，而是一

种主动的择地实践选择。 “内顾”偏好下的择地选择意味着以国内为重心，

意味着国内实践场域重于国际组织本体实践场域。代偿策略所体现的是现实

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策略取向以及 “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行为方式。当

然，择地实践旨在以国内场域的实践发挥和扩散国际影响，以在国内开展多

边外交的方式代偿在国际组织本体实践场域难度高且能见度低的实践。近年

来中国对教科文组织的参与实践从 “客场”到 “主场”的变化，在一定意义

上与中国外交以国内为重心的积极进取是同构的。２１世纪以来，中国一改

“韬光养晦”的低调作风，其主动谋划和行动的外交姿态被中外学者形容为

“积极进 取”的 “新 外 交”，其 中 以 国 家 领 导 人 亲 自 参 与 的 峰 会 外 交

（ｐｒｏａｃｔｉｖｅ　ｓｕｍｍｉｔ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为典型。① 一系列积极开展的主场外交 “具有很

强的国内驱动性，是中国外交转型的必然产物”。②

五、对择地实践的讨论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外交实践经历了深刻演

变，在规模和领域上不断扩展、在议题参与程度上不断深化，也出现了实践

场域从 “客场”向 “主场”的转变。这种创新的择地实践体现了中国外交的

０９

①

②

Ｚｈａｎｇ　Ｑｉｎｇｍ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ｎ　Ｐａｕｌｉｎｅ　Ｋｅｒｒ，ｅｔ
ａｌ．，ｅｄｓ．，Ｃｈｉｎａ’ｓ“Ｎｅｗ”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Ｔａｃｔｉｃａｌ　ｏｒ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０８，

ｐｐ．１５４－１５６．
凌胜利：《主场外交、战略能力与全球治理》，《外交评论》，２０１９年第４期，第１—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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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性与实用性，为通过国际组织平台展示中国形象、讲述中国故事、争取

国际理解发挥了积极作用，有效推动了中国外交目标的实现。但择地实践的

复杂背景与深远影响不限于当下，需要进行深入分析。

第一，国际组织的议程设置主要通过提案实践实现， “客场”多边外交

能力至关重要。２１世纪以来，中国重视国际组织的一个重要动因就是希望通

过提升国际议程设置能力，深入参与、影响和塑造全球治理体系和秩序。议

程设置是在国际组织本体场域开展的多边外交，是会员国在国际组织核心治

理机构中开展的一种机制性实践，要求对国际组织决策方式、议事规则、制

度文化、议题演变及多边立场有全面深入了解，即成员国需要长期、大量在

国际组织本体进行在场型实践与互动，特别是能够精准有效地开展提案实

践，将国别关切有效转化为国际组织的集体关注。

但是，从中国参与教科文组织的参与实践来看，择地实践的一个结果是

“客场”能力的提升受到一定限制。尽管中国在开展会议实践、学习实践与

遵约实践等 “主场”实践的同时，并未放弃提案等 “客场”型实践，但两种

类型实践的比重并不均衡。在由 “客场”向 “主场”的转移过程中，“客场”

实践受到了一定影响。一方面，由于时间、精力和资源条件有限， “内顾”

偏好对教科文组织复杂的程序和规则、繁杂的议事日程的关注和投入难免弱

化，形成在整体参与实践中的 “浅介入”，同时，也难以推动对国际组织多

边外交这种 “新游戏”的知识增进，难以及时感知和预见教科文组织内部权

力与规则的复杂演变。近年来英国提案数量的场域变迁说明，教科文组织内

部或已发生权力场的迁移，即执行局提案较之大会提案更能够影响教科文组

织的组织决策，但 “客场意识”对于这种内部变化的认识难免滞后且失之

被动。

另一方面，中国提案多局限于在华举办活动、设立机构等与自身利益密

切相关的议题和项目，对国际重点热点相关议题、国际组织治理机制和制度

设计等利他性、长远性议题兴趣较少，这一务实主义取向容易疏离与其他会

员国共同发起提案的结盟关系。教科文组织规定涉及组织法修订的提案必须

至少提前６个月递交，草案的拟定是一个复杂细致的过程，需要花费大量时

间。按照惯例，提案一般不限制发起国的数目，因此提案发起国出于政治

考虑，常邀请别的国家作为共同发起国，以增加提案的支持范围。为增强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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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削弱提案通过的可能，会员国经常组成压力集团，在表决或投票时采取

一致立场。① 这种结盟行为不仅需要多边外交能力，也只能在长期的多边外

交实践中才能习得。

第二，国际组织日益政治化，择地实践难以有效应对。政府间国际组织

的业务不可避免地承载着政治维度，因而教科文组织的一切问题都会涉及政

治问题。② 基辛格在１９７５年曾经批评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 “严重政治

化”。③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委员由个人身份转为国家代表，

集中体现了该组织政府化和政治化的趋势，目前，大部分会员国的执行局委

员由常驻教科文组织大使或驻法国大使担任，执行局日渐成为职业外交官而

非各领域专家的 “领地”。从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１７年的近二十年里，教科文组织

一直由职业外交官担任总干事，极大地强化了组织运行的官僚倾向。

此外，教科文组织的专业议题与项目的政治化也在不断增强。④ 在教育

领域，教育作为一项基本人权，与教育的主权性 （国家在领土边界内部提供

公共产品的主权）之间一直存在张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观点随

着跨境服务贸易的深入发展而愈发对立。在文化领域，巴勒斯坦被占领土、

克里米亚、伊拉克、叙利亚以及纳卡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状况，多是教科文

组织每届执行局和大会都要专门关注并激烈辩论的议题。在教科文组织文化

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名为 “世界记忆”的文献遗产中，越来越多的提

名项目因涉及争议领土、主权归属、历史责任等问题而跃升为高阶政治与外

交博弈的焦点。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专家委员越来越被政治因素羁绊，难以做

出专业权威的决定。在传播领域，教科文组织对言论自由和人权状况的关

切，被发展中国家视为宣扬西方 “普世”价值观的政治行为。

机构的政治性、人员的官僚化和专业议题的政治化，已经极大地改变教

科文组织。政治问题的框定、浮现、处置与应对都发生在教科文组织秘书

处、执行局与大会的日常工作场域，需要成员国日常性、规律性的外交实践

２９

①

②

③

④

饶戈平：《国际组织法》，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９８页。
Ｆｒａｎｃｋ　Ｐｅｔｉｔｅｖｉｌｌ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Ｄ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ｚｅ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Ｖｏｌ．１５，Ｎｏ．３，２０１８，ｐｐ．３０１－３１３．
Ｊ．Ｐ．Ｓｉｎｇｈ，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ＵＮＥＳＣ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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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ｂｉｄ．，ｐｐ．１５－１８，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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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与互动，且难以通过 “转场”方式处理。而且，教科文组织专业议题与

议事机构数目众多、层次繁复，只能以国际组织本体作为主战场而难以迁

移。以此观之，提案实践的决策功能与联盟效应难以被 “主场”型实践完全

“代偿”。

第三， “一国一票”和会费分摊之间的制度张力，造成了 “大国的困

境”。以提案实践为代表的 “客场”实践与以国内场域为主的 “主场”实践，

共同促进了中国在教科文组织的参与实践。但是，在 “一国一票”且与会费

无涉的平权化机制下，会费付出难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政治正确大棒，大国

在教科文组织的实际话语权受到诸多限制。中小国家积极结盟提案，以改进

治理等为由抢夺执行局席位等实际权力，削弱大国的决策权。诚然，美国退

出的直接原因是２０１１年教科文组织正式接纳巴勒斯坦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

列 “反以偏见”，① 但是，多年来美国在教科文组织提案尤其是联签提案的减

少，说明美国已经难以或无意应对 “大国的困境”。随着美国的退出，中国

成为教科文组织第一大会费国，同时也成为中小国家削权和夺权的第一目

标。而中国文化强调的谦和内敛与外交传统的低调平和，使中国更易成为被

攻击的目标。在２０１９年教科文组织第４０届大会上，菲律宾等国牵头发起的

要求修改 《组织法》关于执行局委员任期限制的提案，引发了英法德日中等

大国与中小国家立场完全不同的激烈辩论，是教科文组织内部最新、最具分

裂性的一次提案。

实际上，中美两国在教科文组织大会提案数量的减少，尤其是联签提案

数量的减少，根本性的原因并不是大国意愿的转移，而是体现了教科文组织

内部共同关切、共同利益以及共识的缺乏。中美两国更倾向于单独提案且提

案内容仅对本国利益高度关切，说明大国利益和中小国家利益的距离日益拉

大。英国之所以将提案场域从大会转为执行局，其动因是提案者在执行局政

策辩论中要面对的是５８个国家，而不是大会的１９５个国家。因此，大国提

案数量的减少、尤其是联签提案的减少，说明的是全球共识的日益缺乏、新

国家主义的回归以及国际组织不断政治化的趋势。但是， “退群”这种最极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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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化的择地实践绝非大国的唯一或恰当选择，推动积极的 “客场”实践，主

动研判国际组织的走向，转换策略、推动联签提案，才是化解制度困局的可

行方案。

结　　语

从 “客场”到 “主场”的择地实践是中国近年来参与教科文组织活动的

一种重要思路。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如何适应不同场域类型实

践的要求、提高在国际组织中的实践质量，破解政治化趋势和制度张力的束

缚，是摆在外交决策者和研究者面前的重要命题。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根本

目的是构建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国际关系秩序、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为把握国际组织的议程设置和决策方向，更好地塑造和引领全球治理的进

程，要准确认识从 “客场”到 “主场”转型的价值和有限性，发挥 “主场”

实践的积极意义与辐射作用，同时，也需要全面提升 “客场”实践的能力，

实现 “主场”与 “客场”并重。实际上， “反客为主”将意味着构建中国本

位的、体现中国外交战略与智慧的新的国际秩序与规则，将 “客场”变为

“主场”是更具挑战性、也是更有长远价值的目标。

（责任编辑：吴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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